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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軍紀營規促發、個體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的影響。實驗一隨機分派 69

位受試者至軍紀營規促發與中性組，軍紀營規促發組要求受試者抄寫軍校的規範，而中性組受試

者則被要求抄寫一般性文章，之後，施測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結果發現，當操弄軍紀營規促發後，

受試者在中文遠距聯想上的表現低於中性組，假設一獲得支持。而實驗二將 75 位受試者隨機分

派至軍紀營規促發與中性組，除了對所有受試者施測正向情感特質量表外，其它實驗程序同實驗

一。實驗二發現：高正向情感特質受試者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上的得分高於低正向情感特質者，

即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其創意程度較高，假設二獲得支持。此外，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經由

軍紀營規促發後並不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然而，低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受到軍紀營規促發後

卻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因此，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假設三

得到支持。 

 

關鍵詞：正向情感特質、軍紀營規、創造力、遠距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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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and positive affectivity 

on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positive affectivit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and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experiment 1, 69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subjects of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group were 

asked to write the norm of military school, whereas the subjects of control group were asked to write 

neutral articles, afterward, both groups completed the Chinese Remote Association Test（CRAT）. The 

result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e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group,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group, has 

higher performance on CRAT. Therefore, hypothesis 1 was supported. In experiment 2, 75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 procedure was the same as the experiment 1, 

besides using Positive affective Traits Test to gauge the subject’s positive affectivity. The result of 

experiment 2 showed the subjects of high positive affectivity have higher performance on CRAT than 

those of low affective traits. Therefore, hypothesis 2 was supported. In addition, after activating the 

military norm, the subjects of high positive affectivity did not decrease their performance on CRAT, 

whereas the subjects of low positive affectivity were decreased, consequently, hypothesis 3 was 

supported. In short, the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decreases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positive 

affectivit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norm activation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Key Words：positive affectivity, military norm, creativity, remot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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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般定義而言，創造力（creativity）為產生新奇（novel），有用（useful）

及具生產性（generative）點子或產品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 1996）。創造

力在人類生活中有相當大的助益性，吸引了各類組織嘗試去有效執行創新

（innovation），而且，其在教育、文化及科學領域上也是必須的。創造力除了

在一般場域裡呈現重要性之外，在軍事組織裡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軍事組織裡

的專業軍人必須於複雜的環境中解決各項問題、操作各種器械，軍人除了需熟悉

問題解決與精熟器械操作程序外，還必須具備創造性的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能力，尌是說，軍人在平時或戰場上所遭遇的一些問題為非一

般性、可預期的；而且，並沒有固定標準的方法可以遵照執行，因此，尌必須依

靠個體的創造力，俾有效的解決問題。由此可見，創造力於軍事組織的應用是相

當重要的，而近年來有關軍事場域的創造力研究數量也漸為提升（如：方瑋，

2008；邱發忠、陳學志、徐芝君，2007; 邱發忠、姚妃宴，付印中；徐嘉村，2009；

張旭中，2009）。 

在軍事組織裡，為了要求軍事組織成員行為符合軍人的標準，因此，經常使

用「懲罰權」（coercive power）。所謂懲罰權意指部屬知覺到假若他們沒有服

從上司的影響企圖時，上司將有能力處罰他們（Rahim, Antonioni, Krumov, & 

Ilieva, 2000）。在軍隊裡的領導者為了達成任務，在使用懲罰權之前則會有避免

組織成員違犯規定而受到處罰的措施（邱發忠等人，2007），因此，軍紀營規為

領導者實行懲罰權的成分之一；即軍事組織裡常會有軍紀營規的訂立與宣導，以

要求軍事組織成員符合軍中的行為標準。過去研究發現短暫的情境促發因素有可

能影響創造力表現（如：邱發忠、陳學志、徐芝君、吳相儀、卓淑玲，2008； Förster, 

Friedman, & Liberman, 2004; Förster, Friedman, Butterbach, & Sassenberg, 2005），

因此，也有可能軍紀營規刺激的短暫促發會對個體創造力造成影響。 

過去有關正向情感（affect）對創造力的影響，多針對短暫正向心情（mood）

與情緒（emotion）狀態對創造力的影響（如：邱發忠等人，2008; De Dreu, Baas, 

& Nijstad, 2008; Hirt, Devers, & McCrea, 2008; Fredrickson, 1998; Hirt, Devers, & 

McCrea, 2008; Isen, 1985 ; Matlin & Stang, 1979; Murry, Sujan, Hirt, & Sujan, 1990; 

Showers & Cantor , 1985），但卻未針對長期的正向情感特質（positive affective 

diposition）對創造力的影響進行探究，準此，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的影響狀況

如何尌亟待釐清。 

此外，正向情感特質也有可能會調節軍紀營規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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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同正向情感特質個體，其看待軍紀營規的框架是不同的，因此，正向情感

特質可能扮演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而這些變項間的關係都

是軍事組織脈絡裡特有的現象，目前相關的研究相當的稀少，因此，有必要針對

創造力、軍紀營規促發及情感特質變項間的關係予以探討。 

綜合上述可知，本研究目的在探究：1. 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2. 正向情感特質與創造力表現的關係；3. 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

造力表現間的關係。 

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的影響 

軍事組織裡相當的重視軍紀、部隊的嚴整性，因此，部隊裡的各層級領導者

均會於各種情境裡，對部屬實施軍紀營規的宣導，而此種宣導將形成一種氛圍，

因而產生避免犯錯的動機，或者許多軍事組織成員有時會違犯營規，並且，有可

能因而受到處分；職此，軍紀營規的促發有可能對組織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尌

本研究目的而言，即是想探討經過軍紀營規促發後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基於

此，尌引發了下面的問題，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為何？是增進創造

力？抑或是減損創造力？過去並沒有相關議題的研究，因此，傴尌相關的理論來

進行討論，並據以推論出研究假設。 

軍紀營規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可從 Higgins（1997）的調整焦點（regulatory 

focus）理論和情緒（emotion）的影響觀點予以討論。Higgins 提出了兩種不同的

動機狀態，一個為「促進焦點動機」（promotion focus motivation），其是個體

得到養育的動機，如：獲得食物；另一為「預防焦點動機」（prevention focus 

motivation），其為得到安全的動機，如：避免傷害。兩種動機引發的後續情緒：

成功獲得養育相關的目標會產生愉快的情感；相對的，成功得到安全相關的目

標，則會產生平靜的情感。促進焦點動機則為較冒險的處理風格，個體會有追求

新奇點子的債向，因此，可以提升創造力。然而，預防焦點動機則假定導致不喜

歡冒險與警戒的處理風格，比較偏好一般慣例的事物，而且新奇的事物是被排除

的，因此，會抑制創造力（Crowe & Higgins, 1997）。 

在實徵研究上，Friedman 與 Förster（2000）操弄手臂彎曲動作（促進焦點

動機）與手臂伸展（預防焦點動機）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結果發現，手臂彎曲

動作與手臂伸展動作比較起來，前者可以提升頓悟性問題（insight problem）與

類比問題（analogical problem）解決上的表現。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邱發忠（付

印中）操弄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動機，結果發現，前者於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的表

現上優於後者。由以上論述可知，當誘發促進焦點動機後，其在創造力表現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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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誘發預防焦點動機為佳。 

在軍事組織裡的軍紀營規促發，也有可能導致受試者預防焦點動機的誘發。

因為軍事組織的軍紀營規訂立目的即為約制軍事組織成員的行為，例如：集合遲

到將扣 0.2 點。因為規範即是要求個體不許從事某些行為，否則尌會受到處份，

因此，將引發個體避免違背規範的心智狀態，導致個體受到軍紀營規促發後將可

能誘發預防焦點動機，因而降低了創造力表現。 

另一方面，軍紀營規促發將會影響創造力表現的理由也可從情緒的觀點予以

討論。在負向情緒與創造力關係研究上發現，負向情緒會抑制創造力（Higgins, 

Qualls, & Couger, 1992; Martindale, 1989; Okebukola, 1986; Strauss, Hadar, Shavit, 

& Itskowitz , 1981）。因為負向情感增加皮質喚起（cortex arousal），而且引發

較少的知識節點（nodes）被激發，因而減少了非尋常知識節點的聯結（Martindale, 

1981）。負向情緒干擾個體將無關訊息整合在一起的能力（Higgins, Qualls, & 

Couger, 1992），也傳達情境是有問題的（Kaufmann & Vosburg, 2002），導致個

體採取了較小心、保守的處理風格，妨礙了記憶的擴展（Baumann & Kuhl, 2005），

因而減損了創造力。因此，當個體處在負向的情緒狀態時將會降低創造力表現。

在軍事情境的軍紀營規促發的脈絡裡，軍紀營規的懲罰是令人害怕、焦慮的原

因。因此，當軍中成員預期受到軍紀營規懲罰時則會引發負向的情緒，因此，當

個體經由軍紀營規誘發後，有可能引發負向情緒而降低了創造力的表現。 

綜上所述，因為軍紀營規促發有可能引發預防焦點動機與負向情緒狀態，而

且，當誘發預防焦點動機，或者個體處在負向情緒狀態下將降低創造力的表現，

因此，推論出假設一：「經軍紀營規促發後將降低創造力的表現」。 

正向情感特質、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的影響 

情感特質可能直接影響創造力表現，或扮演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

間的效果。情感特質可以區分為正向情感特質（positive affectivity, PA）與負向

情感特質（negativity affectivity, NA）（Chiu, 1999）。正向情感特質為個體在不

同時間和情境範圍裡債向於快樂的狀態，然而，負向情感特質卻債向在不同時間

和情境範圍裡債向不舒服、不快樂的狀態（Chiu, 1999）。研究證實正向和負向

情感特質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Ryff & Singer, 

1998）。在相關的研究裡也發現正向和負向情感（如：Clark & Watson, 1991）、

正向和負向幸福感（Huppert & Whittington, 2003）及樂觀與悲觀間具有相互獨立

的功能（如：Carver & Scheier, 2001; Lai, 1997），可見，正向和負向情感特質為

不同之構念（constructs）。因為負向情感特質並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因此，傴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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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的影響或其扮演的調節效果進行論述。在正向情感對創

造力的影響上，過去並沒有相關的研究文獻。然而，短暫情緒、心情狀態對創造

力的影響研究卻相當的豐富。為何正向情緒會影響創造力表現？其可以從心情一

致性提取（mood-congruent retrieval）、認知調整模式（cognitive tuning model）

及情緒的共鳴模式（emotional resonance model）等層面來加以論述，茲說明如後： 

Isen、Shalker、Clark 及 Karp（1978）提出的心情一致性提取理論主張，當

個體處於正向心情時，將提取記憶中廣泛與多樣的正向記憶內容，而且會產生複

雜的認知脈絡，其可能導致較豐富和多重的解釋而提升創造力表現。根據

Schwartz （1990）的認知調整模式主張，個體會以情緒來表達對環境是否危險

或安全的感受，並且依照情緒所提供的訊號，調整身體醒覺狀態以及認知系統的

運作方式。當個體處於正向的情感狀態下，代表環境無明顯的危險且自身的資源

充足，此時個體願意冒險，同時也較富創意、容易產生不尋常的聯想（Schwarz, 

1990 ），及玩興（playfulness）較高而債向去探究新的點子。正向心情擴展的處

理讓個體觸接較廣泛的點子，此較為冒險的處理風格有利於創造性的問題解決

（Schwarz, 1990）。而 Getz 和 Lubart（2000）的共嗚模式主張許多的概念節點

聯結會受到情緒或情感基調（feeling tones）所中介，當一個概念被激發時，相

符應的情感基調將漫延（spreads）的像整體的波（wave），而遍及整個記憶系統，

而相類似情感基調的其它概念節點將可能產生共嗚，而導致聯結激發，因而提升

創造力表現。 

在情緒或心情對創造力表現的實徵研究上，在 Isen 與 Daubman（1984）的

經典研究裡，引發受試者快樂狀態（中性組則沒有引發情緒），然後讓受試者完

成 Rosch（1975）類別包含作業（category inclusion task）。在此作業裡，要求受

試者評定數個事例（如：公共汽車、駱駝）歸屬某一類別（如：交通工具）的典

型程度。非典型例子（如：駱駝）被評定典型程度越高表示其認知類別愈廣泛，

而有利於認知彈性（Amabile, 1983; Eysenck, 1993），而助益於創造表現。Isen

與 Daubman（1984）發現相較於中性組，正向情緒組的受試者有較高的典型性

評估，也尌是說其認知類別的包含性較廣（Isen, Niedenthal, & Cantor, 1992; 

Mikulincer & Sheffi, 2000; Murray, Sujan, Hirt, & Sujan, 1990）。其它研究也顯示

正向情感，相較於負向和中性情感，能夠促進認知彈性（Goschke, 2006），而產

生較不尋常的詞彙聯結（Isen, Johnson, Mertz, & Robinson, 1985），及在創造性

頓悟作業有較好表現（邱發忠等人，2008；Greene & Noice, 1988; Isen et al., 1987; 

Estrada, Isen, & Young, 1994）。從這些實徵研究發現，正向情緒向性（如：快樂、

放鬆）相較於負向情緒向性（如恐懼、悲傷）或中性組，其在創造力表現上較高，

因為正向情緒向性可以增加認知彈性和包含性而助益創造表現。雖然，以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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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針對短暫的情緒或心情狀態的研究結果，然而，較為長期的情感特質也應與短

暫的情感狀態對創造力的影響類似，因為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其大腦的知識節點

的正向價（value）較多（Chiu, 1999），而且，對事情較為樂觀（Carver & Scheier, 

2001）而較易冒險；因此，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其創造力表現應較高。準此，由

此推論出假設二：「高正向情感特質者與低正向情感特質者比較起來，前者在創

造力表現上會較佳」。 

另一方面，正向情感特質是否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間的關係？具有高

度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在情緒狀態上債向於感到滿足的（contented）、安全

（secure）、樂趣（enjoyment）及有精力的（ Melvin & Molloy, 2000），而且，

不易被不喜歡的工作所干擾（Chiu, 1999）。而低正向情感特質之個體較易感到

無精打采、無生氣的（Melvin & Molloy, 2000）。研究也顯示高情感特質的個體

與較低情感特質者比較起來，會感到較高的生活滿足（life satisfaction）、自尊

（self-esteem）及控制感（control; Costa & McRae, 1980），也經驗到較小的壓力

（Bood, Archer,& Norlander, 2004; Norlander, von Schedvin, & Archer, 2002）。而

且，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對於威脅的壓力較能因應，因而經驗到較小的壓力及較小

的負向情緒（Bood, Archer,& Norlander, 2004; Norlander, von Schedvin, & Archer, 

2002）。因此，正向情感特質尌扮演著軍紀營規與創造力間關係的調節變項。即

面對軍紀營規的威脅刺激的促發，高正向情感特質者較能因應（coping），因此，

可緩衝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的衝擊，而低正向情感特質者則沒有這樣的功

能。尌是說，在軍紀營規刺激的促發下，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其創造力表現並不

會受到損害，而低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則會受到損害。準此，推論出假設三：

「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間的關係」。 

實驗一 

由文獻探討可知，軍紀營規促發將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即軍紀營規的促發

可能引發預防焦點動機與負向情緒，而預防焦點動機狀態與負向情緒會降低創造

力。準此，實驗一擬檢驗的假設一：「軍紀營規促發組在創造力表現上高於中性

組」。即受試者經軍紀營規促發後將降低創造力的表現。實驗一在創造力的操作

性定義上將以遠距聯想測驗（Remot Associative Test）來測量創造力，Mednick

（1962）主張創造力即為遠距聯想能力，據此創造理論，其發展了遠距聯想測驗。

在國內，任純慧、陳學志、練竑初及卓淑玲（2004）也發展了測量創造力的中文

遠距聯想量表，因此，實驗一以此工具來測量創造力。在軍紀營規促發的操弄上

則考量受試者為軍校生，因此，在促發材料上選取軍校的規範營規，以要求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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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閱讀並抄寫的方式予以操弄。 

一、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實驗採取單因子受試者間設計，操弄「軍紀營規促發」與「中性組」促發

兩狀況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依變項為受試者在「中文遠距聯想測驗上」的得分。 

（二）受試者 

本實驗的受試者為軍校大學部學生 69 人，性別皆為男生，他們經邀請來參

與本實驗，軍紀營規狀況促發組有 34 人，而中性組則有 35 人。 

（三）材料 

本實驗使用任純慧等人（2004）所編製的之「中文遠距聯想量表」。這個量

表由 30 道題目組成，每道題目中，會提供受試者三個中文字：「如：療、防、

統」，要求受試者想出一個字，可以與題目的三個中文字，形成合法的雙字詞，

如這題的答案為「治」，尌形成了「治療、防治、統治」之合法雙字詞。得對一

題得一分，愈高分代表受試者愈能進行遠距聯想。而量表施測時間為 10 分鐘。 

量表的信效度方面，再測信度為.52，折半信度為.69，Cronbach α 係數為.81。

在效度上，國中生與高中生之分數比較，結果發現沒有差異，而與智力測驗的語

文成績相關為.23，相關不高，此兩結果顯示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不會受到語文能

力的影響，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整體而言，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的信、效度尚可。 

（四）實驗程序 

本實驗以團體施測方式實施，在進行「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之前，受試者隨

機分派接受「軍紀營規」或「中性組」促發作業組。軍紀營規促發組要求受試者

將列在紙上的 10 條軍紀營規抄寫一遍，作業指導語：「底下是一些軍紀營規的

項目，請仔細閱讀每個規定。每閱讀完一個規定之後，將規定重抄一次至後面的

橫線空白處。」而中性組促發作業則為要求受試者抄寫 10 條中性詞句於紙張上，

如：「社會認定理論被應用於團隊研究中」。中性組給予受試者的指導語：「底

下有一些文句，請仔細閱讀每個文句。每閱讀完一個文句之後，將文句重抄一次

至後面的橫線空白處」，作業時間為 5 分鐘。之後，施測中文遠距聯想量表，其

使用時間為 10 分鐘，指導語為：「本量表主要目的在測量各位的中文遠距聯想

能力。在底下你會看到 32 個中文字詞聯想題目，每個題目均由三個中文「線索

字」所組成（例如：『療』、『防』、『統』），你的工作尌是試著找出一個中

文『答案字』，使得該『答案字』可以與前面三個『線索字』各自組合成為一個

合法的中文雙字詞。例如：『治』字，可以三個線索字形成『治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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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統治』三個合法的中文雙字詞，故『治』字便是該題的目標字。當確定受

試者對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的作答方式瞭解後即開始作答。當確定受試者完成作業

後，則將作業收回，向受試者說明實驗目的並贈送小禮物作為酬謝。 

二、結果與討論 

首先進行實驗操弄的檢核，經檢視受試者在軍紀營規促發作業上的表現狀

況，發現受試者均完成了軍紀營規的抄寫，因此，本實驗的操弄是有效的。在實

驗結果上，表 1 呈現了軍紀營規與中性促發組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上的表現與統

計檢定。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軍紀營規促發組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的平均表現

為 15.03，表現低於控制促發組的 17.79，t（67）= 2.78，p < .01，效果量 d = .67，

具中效果（Cohen, 1988）。 

實驗一的結果顯示，當受試者經由軍紀營規促發後，其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

上的表現將低於中性組，因此，符合本研究的假設一。由實驗一的結果可以發現，

當個體經由軍事組織的軍紀營規促發後，其在創造力表現上將有所損害。因為實

驗一是以中性組當作參照，因此，可以明確的了解軍紀營規促發的影響方向，即

經由軍紀營規促發會降低個體創造力的表現，這是具有實質性的影響效果。 

 

表1  兩組在中文遠距聯想測驗表現平均數、標準差及考驗值 

組別 N M t d 

 
軍紀營規促發 34 15.03（4.82） 

2.78** .67 
中性組 35 17.79（3.28） 

**p < .01；括弧內為標準差 

實驗二 

由實驗一結果可以知道軍紀營規促發會降低個體創造力的表現。而且，從文

獻探討中可知，正向情感特質如同正向心情或情緒會對創造力有正向的影響。此

外，「正向情感特質」變項會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

即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會受到正向情感特質變項的影響。準此實驗

二擬檢驗的假設二：「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在創造力上的表現較佳」；假設三：「正

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間的關係」。實驗二操弄軍紀營規促發的

方法與測量創造力的方法如同實驗一，即使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來測量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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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測量正向情感特質上將使用黃瑜（2007）的情感特質量表。 

一、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實驗採取二因子設計，自變項為「組別」（區分為軍紀營規促發與中性組）、

「正向情感特質」變項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依變項為受試者在「中文遠距聯想

量表」上的得分。 

（二）受試者 

本實驗的受試者為軍校大學部學生 75 人，性別皆為男生，他們經邀請來參

與本實驗。 

（三）材料 

1.中文遠距聯想量表 

同實驗一。 

2.情感特質量表 

本量表由黃瑜（2007）參考王強之（1998）之情緒檢核量表改編而成，共有

14 個情感檢核詞，正、負向情感檢核詞各有 7 個，分別為正向詞：歡喜的、快

樂的、愉悅的、滿足的、興奮的、驕傲的及如意的；而負向詞為鬱悶的、沮喪的、

憂鬱的、憂愁的、悲傷的、生氣的、煩燥的等 7 個詞，本量表原為 Likert 五點量

表，但在本研究中為提升量表之敏感度、變異量，將原五點量表修改為六點量表，

1 代表「從來沒有」、2 代表「幾乎沒有」、3 代表「很少會有」、4 代表「有時

如此」、5 代表「時常如此」及 6 代表「總是如此」，在量表計分上，分為正向

詞與負向詞兩個部份，正向詞計分方面，1 代 1 分，2 代表 2 分，3 代表 3 分，4

代表 4 分，5 代表 5 分，6 代表 6 分，加總即為正向情感特質總分。因為本研究

只探究正向情感特質，因此，只施測量表的正向情感特質的七題。在效度上，研

究發現不同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在情感特質量表的表現有顯著差異，顯示本量表確

實可作為測量個體正向情感特質之適切工具（黃瑜，2007）。 

（四）實驗程序 

本實驗以團體施測方式實施，在進行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之前，受試者隨機分

派接受「軍紀營規促發」或「中性」促發作業組，之後，施測中文遠距聯想量表，

以上程序均與實驗一相同。當施測完中文遠距聯想量表後則施測「情感特質量

表」，指導語為「請依照您平時的情緒，回想你日常生活、一般感受的心情，1

表示從來沒有，6 表示總是如此，依此類推，並依照實際情形，圈選出最符合真

實情況的數字」。施測完畢後將所有施測的作業收回，並向受試者說明實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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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贈送小禮物作為酬謝。 

二、結果與討論 

（一）軍紀營規促發、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首先進行實驗操弄的檢核，經檢視受試者在軍紀營規促發作業上的表現狀

況，發現受試者均完成了軍紀營規的抄寫，因此，本實驗的操弄是有效的。此外，

有可能受試者經過軍紀營規促發後而影響後續正向情感特質的測量，惟經統計分

析後發現，兩組在正向情感特質量表上的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統計分析值 t（73）

= 1.03，p = .45。由此確定實驗的處理並不會影響後續正向情感特質指標的測量。

在主要結果上，經 t 檢定發現，兩組間具有顯著的差異性，統計分析值 t（73）= 

2.69，p = .01，顯示受試者經軍紀營規（M = 15.24，SD = 4.58）促發後，受試者

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上的表現高於中性組（M = 17.62，SD = 2.91）；效果量 d 

= .62，具中效果。因此，實驗二與實驗一的結果一致，顯示軍紀營規促發降低創

造力表現的結果是值得信賴的，假設一於本實驗中再次得到支持。 

接下來檢驗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的影響，及正向情感特質對軍紀營規促發

與創造思考表現間的調節效果，採取了階層迴歸的分析，在分析之前為避免多元

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對資料進行置中（cetering）的處理（Howell, 

2002）。實驗二的分析採取 Baron 與 Kenny（1986）的程序，投入前置變項（軍

紀營規促發）、調節變項（正向情感特質）及交互作用項（軍紀營規促發＊正向

情感特質），以預測結果變項（遠距聯想）。假若交互作用項對結果變項的預測

效果達顯著，則表示調節效果顯著。 

經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透過階層迴歸分析可以發現，軍紀營規促發對遠距

聯想產生負向的影響，β = -.35，p = .01，達顯著的效果，由迴歸分析結果也依然

顯示受試者經軍紀營規促發後，其在遠距聯想表現上較差（支持假設一）。接下

來觀察正向情感特質對遠距聯想的影響，由表 2 可知，正向情感特質愈高的受試

者，其在中文遠距聯想測驗的表現較高（β = .22，p < .06），達邊緣顯著的效果，

即正向情感特質愈高的受試者，其在創造力作業的表現較高，因此，研究結果支

持了假設二。 

在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關係上，軍紀營規促發與正

向情感特質的交互作用對遠距聯想表現有邊緣顯著的預測效果（β = .19，p 

= .08）。為了進一步確認正向情感特質對軍紀營規促發與遠距聯想表現關係的

調節效果型態，將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變項）之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以區分為

高、低正向情感特質，進行繪圖，結果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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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軍紀營規促發、正向情感特質對遠距聯想表現效果之迴歸分析表 

 遠距聯想（β） 

 區組 1 區組 2 區組 3 

軍紀營規促發 -.29* -.35** -.35** 

△ R
2
    

正向情感特質  .21† .22† 

△ R
2
  .04*  

軍紀營規*正向情感特質   .19† 

△ R
2
   .04 

R
2
 .08 .12 .16 

Adj. R
2
 .07 .09 .12 

F 6.37** 4.81** 4.29** 

df （1, 72） （2, 71） （3, 70） 

* p < .05 ; ** p < .01；†.05 < p < .08 

 

由圖 1 可知，在軍紀營規促發下，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M = 17.06，

SD = 4.87），其在遠距聯想的表現高於低情感特質者（M = 13.79，SD = 3.69）

的狀況。而且，軍紀營規促發組的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與中性組高正向情

感特質者（M = 18.45，SD = 2.95）的遠距聯想表現並未顯示出差異性；然而，

軍紀營規促發組的低正向情感特質者，其在遠距聯想測驗的表現（M = 13.79，

SD = 3.69）低於中性組的低正向情感特質者。此外，把正向情感特質（調節

變項）之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以區分為高、低正向情感特質組，再分別進行

迴歸分析（軍紀營規促發為預測變項，遠距聯想表現為效標變項），結果發現，

當低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受到軍紀營規促發後，在預測遠距聯想表現的 β = 

-.48，p = .01，然而，高正向情感特質者的 β = -.16，p = .40。由以上結果可知，

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在軍紀營規促發下，並不會降低遠距聯想的表現，然

而，低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在遠距聯想表現上卻受到了軍紀營規促發的負向

影響。準此，假設三得到支持，即正向情感特質會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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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遠距聯想表現的調節作用圖 

 

綜合討論 

一、研究結果涵意 

本研究實驗一結果發現，當操弄軍紀營規促發後，受試者在中文遠距聯想作

業上的表現將低於中性組，可見軍紀營規促發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而且在以中

性組為參照的狀況下，軍紀營規的促發的確會實質性的降低創造力表現，研究的

假設一獲得支持。而實驗二發現：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在中文遠距聯想量表上的得

分高於低正向情感特質者，即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其創意表現程度較高，假設二

獲得支持。此外，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經由軍紀營規促發後並不會降低創造

力的表現，然而，低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受到軍紀營規促發後卻會降低創造力

的表現，因此，正向情感特質會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假設

三得到支持。關於實驗結果意涵，下面將予以討論，茲說明如後。 

（一）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由實驗一結果可知，當操弄軍紀營規促發後將會影響創造力的表現，尤其實

驗一、二是以中性組當作參照，因此，可以實質性的觀察到軍紀營規促發的確會

降低個體的創造力表現。本研究屬於軍事脈絡性的應用性研究，也發現了軍事組

織情境下的軍紀營規的短暫促發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為何軍紀營規會降低創造

β = 

-.16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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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現？以情緒和調整焦點動機的角度來解釋似乎是合理的解釋角度。若以情緒

觀點來看，其原因即軍紀營規促發引發了負向情緒，因為負向情緒對創造思考有

所斲傷，因此，軍紀營規促發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當然，之前也有相當多的研

究結果顯示負向情緒會降低創造力的表現（如：Higgins, Qualls, & Couger, 1992; 

Martindale, 1989; Matthews, 1986; Okebukola, 1986; Strauss et al., 1981）。 

另一方面，若以調整焦點理論來看，即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的影響，有可

能是因為誘發了個體的預防焦點動機，因而減縮個體的遠距聯想能力，進而降低

了創造力的表現，而且也發現預防焦點動機是可以獨立於情緒而對創造力表現造

成影響（Friedman & Förster, 2000; Friedman & Förster, 2001; Seibt & Förster, 

2004 ）。 

由以上論述可知，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的減損作用有可能是引發負向情緒

或預防焦點動機狀態所引發的後效。而這種效果有可能是結合負向情緒與預防焦

點動機狀態造成的。另一方面，因為過去的研究均為一般情境下與一般的受試

者，但是，本研究的受試者為軍校生，而且，研究的是具有軍事內涵的軍紀營規

促發，因此，是否軍校生與軍事脈絡內涵具有調節效果，則需進一步的釐清。 

除了上述以情緒與預防焦點動機來解釋軍紀營規促發對創造力表現影響的

機制解釋外，筆者認為也可由意念行動理論（ideomotor theory）（Wheeler & Petty, 

2001）來予以解釋。根據意念行動理論的觀點，筆者提出軍紀營規促發降低創造

力的解釋；即當個體受到軍紀營規促發後，受試者有關軍事組織或軍人保守的語

義概念即會被激發，而抑制了創造力的表現。如：Förster 等人（2005）要求受試

者想像自己是工程師，之後，進行創造性與分析思考作業，結果發現受試者在創

造性作業表現上降低，然而，在分析思考作業上表現卻是提升的。此主要原因為

當受試者經由工程師的促發後，受試者激發了較為保守、細心的語義激發型態，

此對創造力有所損害，卻對需要保守、細心的分析思考有助益作用。因此，尌如

Förster 等人的研究結果，當受試者經由軍紀營規促發後，保守細心的語義型態將

會受到激發，因而降低了創造力的表現。尌意念行動理論的觀點，其與情緒、預

防焦點動機不同點在於意念行動理論並沒有動機、情緒的意涵在內，只是主張單

純受到語義激發型態的影響而對創造力的影響效果。 

（二）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如同預測的，正向情感特質較高的受試者其創造力表現也較高。然而，在正

向情感特質與創造力表現上，其間只具有相關，並沒有因果關係。因為在本研究

中並非操弄個體的正向情感特質，而只是探究正向情感特質與創造力間的關係。

為何正向情感特質會對創造力表現有正向的關係，從心情一致性提取、認知調整

模式及情緒的共鳴模式等層面來看。正向情感特質與創造力有正向關係，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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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其思考較具冒險性、大腦的知識節點聯結較多，因此，

而提升創造力的表現。 

然而，過去也有研究指出負向情緒也有可能提升創造力的表現，因為負向情

緒的激發會增強作業持續性與努力（De Dreu et al., 2008; Gasper & Clore, 2002; 

Baumann & Kuhl, 2005）。但尌本研究結果而言，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卻與創造力

有正向關係。此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受試者為軍校生，而且是在軍事脈絡下，

因為軍校的嚴謹要求的情境，造成了不管是高或低的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其

都相當努力在創造作業上。因此，對作業的努力和持續尌不會在此實驗中產生作

用，而唯一作用的是正向情感特質的效應。 

（三）正向情感特質調節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 

實驗二發現正向情感特質調節了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關係，即高

正向情感特質的受試者並不會受到軍紀營規促發而降低創造力的表現，因此，正

向情感特質對於軍事情境裡的軍紀營規刺激有免疫作用。為何正向情感特質可以

緩和軍紀營規刺激？ 

在相關的研究裡發現高正向情感特質者對於威脅的壓力較能因應，因而經驗

到較小的壓力及較小的負向情緒（Bood et al., 2004; Norlander et al., 2002）。而

且樂觀特質與心理適應有正相關，而與心理困擾呈現負相關（如：Chemers, Hu, & 

Garcia, 2001; Makikangas & Kinnunen, 2003）。因此，有可能當受試者受到軍紀

營規促發後，其較能因應軍紀營規的威脅，而較不會緊張、焦慮而縮小注意廣度

而降低創造力表現。此外，一些研究也指出，個體投入作業（task）債向與正向

情感狀態有關（如：Gaudreau & Blondin, 2002; Ntoumanis, Biddle, & Haddock, 

1999）。因此，有可能高正向情感特質的個體在軍紀營規的衝擊下也能持續專注

投入於當前的作業，而導致創造力的良好表現。 

二、研究限制 

（一）創造力作業的效度問題 

本研究所使用的中文遠距聯想量表只是測量創造力的部分層面，而且，此指

標是否可代表真正的軍事組織成員的創造表現尚有疑問。因此，之後可使用專門

為軍事組織任務設計的創造作業加以測量創造力，以提升研究的外在效度。 

（二）受試者變項 

本研究的受試者均為軍校生，這些未經部隊經歷的受試者與實際在部隊裡的

軍官受試者在特性上可能有差異；因此，若要推論到部隊裡的軍官、士兵則有外

在效度威脅的問題。因為有可能部隊經歷、階級、不同軍種都有可能扮演了軍紀



軍紀營規促發、正向情感特質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166 

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調節變項。此外，本研究受試者皆為男性，若要推論

到女性則有其限制性，因為性別也可能扮演著調節軍紀營規促發、正向情感特質

及創造力間關係的調節變項。 

（三）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表現間的中介變項未釐清 

軍紀營規促發影響創造力表現之間的中介變項有可能是情緒，當然也有可能

是獨立於情緒的預防焦點動機的訊息所引發。因此，軍紀營規促發影響創造力表

現的機制有待更精進的實驗設計來予以釐清。由此，才能對創造性認知提供理論

上的貢獻。 

三、未來研究建議 

（一）其它軍事情境促發刺激的探究 

本研究結果顯示軍紀營規促發可以提升創造力。在未來的研究上可以考慮使

用其它短暫的軍事情境線索刺激，如：軍歌、軍事口令及制服等的促發對創造力

表現的影響，相信可以獲致更有趣的研究結果。 

（二）探究促發後延宕時間的效果 

本研究探究的軍紀營規促發變項屬於短暫的影響，但是，其維持的效果到底

多久，此也是一個重要且有趣的議題。因此，未來可尌促發後延宕時間的效果來

加以探究，以釐清軍紀營規促發的維持效果問題。 

四、研究結果的應用 

本研究顯示軍紀營規促發的確會影響創造力的表現，因此，在亟需創造力表

現的軍事情境裡，則需避免軍事組織成員受到軍紀營規的促發，以防斲傷創造力

的表現。或者，在軍事組織成員受到軍紀營規促發時，應提出相關的策略，以防

降低個體的創造力。本研究也發現正向情感特質、情緒可以提升創造力，而且，

正向情感特質也調節了軍紀營規促發與創造力間的關係，因此，在軍事組織裡，

可以在問題或困境索解思考時誘發正向情緒；而且，當在軍紀營規促發的環境下

應思考如何的因應其負向衝擊，由此將可提升問題解決的創意品質，以提升問題

解決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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